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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理论分析

的基础上，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面板数据， 融合 ＬＭＤＩ 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

研究。 结果表明： （１） 国家能源强度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 国别增长结构

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 （２） 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
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 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

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 （３） 空间互动方面， 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

能源强度； （４） 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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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

议。 共建 “一带一路” 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

域合作， 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 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实现沿线各国多元、 自主、 平衡的可

持续发展。 ２０１９ 年，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齐心开创

共建 “一带一路” 美好未来》 的主旨演讲， 提出 “把绿色作为底色， 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投资、
绿色金融” “同各方共建 ‘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１］。 ２０２１ 年 “一带一路” 亚

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 阿富汗、 孟加拉国、 文莱、 柬埔寨、 智利、 中国等国家共同发起 “一
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一带一路”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同时

也成为推动绿色发展交流与合作、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实现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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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２］。 “一带一路” 沿

线发展中国家居多， 工业化、 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３］， 能源消费旺盛。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

能源强度， 可以突破能源稀缺性的限制，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持续发展［４］， 是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

的必由之路［５］。

二、 文献述评

能源强度即每生产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所消耗的能源水平。 聚焦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能源强度问题， 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一是对能源强度 ／效率的统计分析， 如岳立

等 （２０１９） 评价了 “一带一路” 国家能源利用效率， 针对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进行实

证分析［４－５］ ； 二是能源强度 ／效率趋同研究， 如韩等人 （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

贸易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影响能源效率趋同［６］ ； 三是少数研究探索了金融、 收入和投资等影响因素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７－９］ ， 然而目前尚没有研究系统挖掘影响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

作为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测度指标， 能源强度的大小及变化趋势事关能源消费总量、 碳排放水平以

及可持续发展能力［１０］， 绝大多数文献基于分解法测度不同影响因素对能源 ／电力强度变化的贡献［１１］。 分

解法模型可以划分为结构分解分析 （ＳＤＡ） 和指数分解分析 （ＩＤＡ） 这两大类［１２］。 结构分解分析对基础

数据的要求较高， 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 可以更为细致地区分被分解变量的影响因素， 如里昂惕夫效应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ｅｆｆｅｃｔ） 和最终需求结构效应 （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ＤＡ 只需要加总的总量数据， 应用

的灵活性更强， 可以从年度甚至月度的时间维度上捕捉不同影响因素贡献的比例变化［１３］。 此外， 在特定

的假设前提下， 两类分解方法可以相互推导转换［１４］。 相关实证分析中， 诸多研究测度了不同国家不同时

段的能源强度变化， 如美国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澳大利亚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 ［１６］、 加拿大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 ［１７］等。 近年来中国能源强度降幅显著快于全球平均水平①， 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

分解法并以中国为研究样本的实证分析相对更为丰富［１８－２０］。
尽管当前以 ＳＤＡ 和 ＩＤＡ 为代表的分解法在能源强度影响因素领域的实证分析结果均具有稳健性［２１］，

且以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 （ＬＭＤＩ） 为代表的 ＩＤＡ 方法被广泛应用， 但仍有学者指出分解法理论基础存在

遗漏核心变量等重大缺陷［２２］。 其中， 诸多学者认为能源价格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２３－２４］，
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能源相对价格上升会引致新的能源消费技术创新， 减少能源需求从而降低能源强

度［２５－２６］。 诸多研究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 进一步测度了能源价格变动等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２７］。 由于

能源价格数据缺失的限制， 多数实证分析以单个国家为样本展开。 如有研究以加拿大分行业产出以及燃

料价格指数数据为基础， 测度了价格变动影响不同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化的作用机制［２８］。 有研究以美国

为样本论证了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负向影响作用［２２，２９］。 少数多国别的相关实证中， 有研究以布伦特原

油价格作为能源价格的代理变量， 将影响机制解释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进一步开展实证， 测度了不同

国家 ／地区之间的影响效果差异［３０］； 有研究应用合成控制法， 通过构造 “反事实” 指出拉丁美洲国家中

经济增长与能源价格等变量是能源强度变化的决定因素［３１］； 有研究应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国样本论证了能源价格之于能源效率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在不同国家其影响作用存在较大差异［３２］。

通过梳理文献， 本文发现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研究领域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１） 以分

解法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多从分产业的角度进行分解， 少有从分区域角度进行探究， 从分国别视角进行分

解的研究则更为稀少。 而分区域、 分国别的研究分析视角是理解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区域责任、 国别责

任的重要基础。 （２） 能源价格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但以计量方法为基础的相关研究难

以实现 “跨国别、 大时序” 的实证比较， 主要原因在于难以找到适应 “跨国别、 大时序” 且可对比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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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１９９０ 年以来， 中国能源强度累计降幅超过 ７０％， 同期全球能源强度降幅仅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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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格的度量指标。 同时， 从 “一带一路” 研究领域看， 虽然降低能源强度、 提升能源效率对 “一带

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重大， 但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能源强度进行分析的系统研究仍较为

匮乏。
为探究影响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 分析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的实现途径，

丰富分国别视角下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①的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 首先， 使用分国别 ＬＭＤＩ 框架， 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分解为国家能源强度

和国别增长结构这两个因素。 相对于分行业 ＬＭＤＩ 框架， 分国别 ＬＭＤＩ 框架可以更为有效地明确沿线整体

能源强度降低的国别责任［３３］。 其次， 为解释国家能源强度的变动原因， 本文在构建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能源价格测度指标的基础上， 根据成本生产函数深入探讨了能源相对价格提高的国家能源强度降低效

应。 最后，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区域禀赋差异、 空间互动关系、 数字化时代特征等

权变特征下能源相对价格如何影响国家能源强度。 本文不仅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实现逻辑提供了

依据， 而且还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和能源治理， 以及中国如何深化并引领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三、 研究设计

借鉴已有研究［３４－３５］ 和中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ｊｃｓｊｐｃ. ｈｔｍ） 的界定， 并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 “一带一路” 沿线包括中国在内的 ５８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按照世界银行的

分类， 这 ５８ 个国家分属 ４ 个区域， 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含中国、 文莱、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缅甸、
蒙古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１１ 国； 欧洲和中亚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波黑、 白俄罗斯、 捷克、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摩尔多瓦、 黑山、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土耳其、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８ 国； 中东和北非地区包括阿

联酋、 巴林、 埃及、 伊朗、 伊拉克、 以色列、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叙

利亚、 也门 １４ 国； 南亚包括孟加拉国、 印度、 斯里兰卡、 尼泊尔、 巴基斯坦 ５ 国。 总体来看， ２０１１ 年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产出、 能源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均超过 ５０％， 在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治理大格局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考虑到 ２０００ 年之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认定在这一时期较为统一明确， 因

此， 本文将研究样本的时间段确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 分国别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

本文首先基于 ＩＤＡ 法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进行分解。 ＩＤＡ 法中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的结

果不产生余值， 且最为稳健［３６－３７］， 同时由于收敛性强以及结果便于解释等优势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总体能源强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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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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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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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

Ｑｉ

Ｑ
＝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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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 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总量， Ｑ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总产出， Ｅ ｉ 为沿线 ｉ国
能源消费水平， Ｑｉ 为 ｉ 国经济产出。 则 Ｉｉ 为 ｉ 国能源强度， Ｓｉ 为 ｉ 国经济产出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总产

出的比重。
将 ｔ０ 到 ｔ１ 时期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总体能源强度变化记为 ΔＥＩ ， 由式 （２） 可知 ΔＥＩ 主要受国别

增长结构 Δ ＥＩｓ 和国家能源强度 Δ ＥＩｉ 的影响。 国别增长结构 Δ ＥＩｓ 测度了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由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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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５８ 个国家样本数据， 尽管如此， 与已有研究相对比， 本文所覆盖的样本仍然是较为完

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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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不同对沿线总体能源强度的影响， 国家能源强度 Δ ＥＩｉ 测度了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由于本国能源强

度变化对沿线总体能源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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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ＥＩｓ 、 Δ ＥＩｉ 分别通过式 （３） 和式 （４）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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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ｌｎ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Ｓｔ１
ｉ

Ｓｔ０
ｉ

＝ ∑
ｉ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ｌｎ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１ ＋ ｒＱｉ

１ ＋ ｒＱ
（３）

Δ ＥＩｉ ＝ ∑
ｉ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ｌｎ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Ｉｔ１ｉ
Ｉｔ０ｉ

＝ ∑
ｉ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Ｅ ｔ１

ｉ

Ｑｔ１
－ ｌｎ

Ｅ ｔ０
ｉ

Ｑｔ０

ｌｎ
１ ＋ ｒＥｉ

１ ＋ ｒＱｉ

（４）

其中， ｒＱｉ
、 ｒＥｉ

分别表示 ｔ０ 至 ｔ１ 时间段内 ｉ 国经济产出增速和能源消费增速。
（二） 国家能源强度影响模型

通过式 （４） 可以计算得出国家能源强度变化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整体变化的贡献

水平， 但各国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众多， 需要进一步开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探讨。 基于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并借鉴前期研究［２８，３８］ ，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 本文通过典型厂商成本对数函数推导，
建立能源强度影响因素模型。 生产函数中主要包括资本 Ｋ 、 劳动 Ｌ 、 能源 Ｅ 以及原材料 Ｍ 等生产要素，
则 ｉ 国的成本生产函数通过下式表示：

Ｃ ｉ ＝ Ｃ（Ｐ ｉ， Ｋ， Ｐ ｉ， Ｌ， Ｐ ｉ， Ｅ， Ｐ ｉ， Ｍ， Ｑｉ； Ａ －１
ｉ ） ＝ Ａ －１

ｉ Ｐαｉ， Ｋ
ｉ， Ｋ Ｐαｉ， Ｌ

ｉ， Ｌ Ｐαｉ， Ｅ
ｉ， Ｅ Ｐαｉ， Ｍ

ｉ， Ｍ Ｑｉ （５）
其中， Ｃ ｉ 为 ｉ 国生产成本， Ｑｉ 表示 ｉ 国经济产出， Ｐ ｉ， Ｋ， Ｐ ｉ， Ｌ， Ｐ ｉ， Ｅ， Ｐ ｉ， Ｍ 分别为资本、 劳动、 能源以

及原材料等投入品价格， αｉ， Ｋ， αｉ， Ｌ， αｉ， Ｅ， αｉ， Ｍ 分别表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水平， Ａｉ 用来测度技术进步。
依据谢泼德引理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ｓ Ｌｅｍｍａ）， 可以得出各个国家的能源需求总量 Ｅ ｉ ：

Ｅ ｉ ＝
αｉ， ＥＡ

－１
ｉ Ｐαｉ， Ｋ

ｉ， Ｋ Ｐαｉ， Ｌ
ｉ， Ｌ Ｐαｉ， Ｅ

ｉ， Ｅ Ｐαｉ， Ｍ
ｉ， Ｍ Ｑｉ

Ｐ ｉ， Ｅ
（６）

参照甘特撒 （Ｇａｍｔｅｓｓａ， ２０１８） ［２８］以及徐建中和王曼曼 （２０１８） ［３９］的研究， Ｐαｉ， Ｋ
ｉ， Ｋ Ｐαｉ， Ｌ

ｉ， Ｌ Ｐαｉ， Ｅ
ｉ， Ｅ Ｐαｉ， Ｍ

ｉ， Ｍ 表示全

社会产出的平均价格水平， 记为 Ｐ ｉ， Y ， 也即：
Ｐ ｉ， Y ＝ Ｐαｉ， Ｋ

ｉ， Ｋ Ｐαｉ， Ｌ
ｉ， Ｌ Ｐαｉ， Ｅ

ｉ， Ｅ Ｐαｉ， Ｍ
ｉ， Ｍ （７）

则 ｉ 国能源强度 Ｉｉ 可以表示为：

Ｉｉ ＝
Ｅ ｉ

Ｑｉ

＝
αｉ， ＥＡ

－１
ｉ Ｐ ｉ， Y

Ｐ ｉ， Ｅ
（８）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 可以得出能源强度影响因素模型：

ｌｎ Ｉｉ ＝ α ＋ βｌｎ
Ｐ ｉ， Ｅ

Ｐ ｉ， Y

＋ γｌｎ Ａｉ ＋ εｉ （９）

进一步借鉴已有研究［４０－４１］的变量选择， 引入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作为实证分析的控制变量， 分别用

Ｉｎｄｉ、 Ｐｏｐｉ 表示：

ｌｎ Ｉｉ ＝ α ＋ βｌｎ
Ｐ ｉ， Ｅ

Ｐ ｉ， Y

＋ γｌｎ Ａｉ ＋ δ Ｉｎｄｉ ＋ θ Ｐｏｐｉ ＋ εｉ （１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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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相对价格水平
Ｐ ｉ， Ｅ

Ｐ ｉ， Y
进一步通过下式进行测度：

Ｐ ｉ， Ｅ

Ｐ ｉ， Y

＝

Ｐ ｉ， Ｅ

Ｐ ｉ， Y

×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

Ｐ ｉ， Ｅ ×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Ｐ ｉ， Y ×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１１）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和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分别为 ｉ 国物理量的能源产出和经济产出，
Ｐ ｉ， Ｅ ×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Ｐ ｉ， Y ×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表示 ｉ

国价值量的能源产出和经济产出之比。
（三）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 ５８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变

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 国家能源强度 ｌｎ Ｉｉ 以能源消费与 ＧＤＰ （２０１５ 不变价） 比重加 １ 取对数衡量

解释变量 能源相对价格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由能源生产、 ＧＤＰ （２０１５ 不变价）、 煤炭租金占比、
石油租金占比、 天然气租金占比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技术进步 gｒｏｗｔｈｉ 由人口总数、 ＧＤＰ （２０１５ 不变价） 计算得出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 以工业增加值占比衡量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ｉ 以每公里土地面积人数衡量

调节变量 数字化基础设施 ｌｄｉgｉｎｆｉ 以每百万人使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的对数衡量

在本文实证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中，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 ＧＤＰ①、 能源消费、 能源生产、 人口总数等

数据均来源于国际能源组织 （ＩＥＡ） 数据库， 煤炭租金占比、 石油租金占比、 天然气租金占比、 工业增加

值占比、 人口密度以及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等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家能源强度 １ ０７９ ２. １５４ ３ ０. ４７３ ８ ０. ６０３ ９ ３. ８３５ ３

能源相对价格 １ １０７ ２. ４８８ ０ １. ４８８ ３ ０ ５. ４４６ １

技术进步 １ １０４ ３. ４６８ ４ ３. ８６０ ３ －１５. ０７９ ４ ２７. ９２３ ８

产业结构 １ １２０ ３２. ６６２ ３ １３. ０３１ ８ １０. ２０８ ９ ８４. ７９６ ０

人口密度 １ １６０ ２７３. ８７６ ７ ９３４. ９８７ ３ １. ５４３ ２ ８ ０４４. ５２６ ０

数字化基础设施 １ １６０ ０. ３９１ ４ ０. ３４３ ８ ０ ０. ６９３ １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分国别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变化进行

分析， 并进一步考察影响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国别差异； 然后依据构建的国家能源强

９１

① 按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计算， 以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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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响模型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的降低动因进行实证分析。
（一） 整体能源强度分解

运用分国别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 采用前文所述的样本国家平衡面板数据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

度进行分解。 图 １ 逐年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 尽管个别年份的整体

能源强度较上一年略有上升， 但从总体上看依然呈下降趋势。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期初为

１ １９４. ４３ 千克标油 ／万美元， 期末为 ８２３. ２６ 千克标油 ／万美元， 由此可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

源强度降低了 ３７１. １７ 千克标油 ／万美元， 总体下降 ３１. １％。

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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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千
克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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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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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图 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使用分国别 ＬＭＤＩ 方法对整体能源强度进行分解， 结果显示， 国别增长结构 Δ ＥＩｓ 贡献为 ４８. ６４ 千克

标油 ／万美元， 国家能源强度 Δ ＥＩｉ 贡献为－４１９. ８１ 千克标油 ／万美元。 这一结果说明， 国别增长结构 Δ ＥＩｓ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有抑制作用， 但其影响较小， 国家能源强度 Δ ＥＩｉ 是 “一带

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因素， 且贡献水平达到了 １１３％， 能源强度分解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分解结果

单位： 千克标油 ／万美元

类别 结果

期初能源强度 １ １９４. ４３

期末能源强度 ８２３. ２６

能源强度变化 －３７１. １７

国别增长结构 Δ ＥＩｓ 贡献 ４８. ６４

国家能源强度 Δ ＥＩｉ 贡献 －４１９. ８１

　 　 注： ＰＰＰ 法 ２０１５ 年美元。

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５８ 个国家样本的分解分析为基础， 本文进一步考察影响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

强度降低贡献的国别差异。 对每个国家的能源强度和国别增长结构的贡献进行计算， 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贡献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和中国， 贡献水平

分别为－１０８. ５、 －４４. ５、 －２９. １、 －２５. ５ 和－１４. ４ 千克标油 ／万美元， 见图 ２。 分因素来看， 国别增长结构

因素对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贡献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俄罗斯、 伊朗、 沙特阿拉伯、 泰国

和乌克兰， 贡献水平分别为－４１. ６、 －２７. ９、 －１４. ３、 －７. １ 和－７. ０ 千克标油 ／万美元； 国家能源强度因素

对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贡献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乌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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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 贡献水平分别为－２８０. ２、 －６６. ９、 －５０. ８、 －２２. ８ 和－１８. ５ 千克标油 ／万美元， 见图 ３。

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 中国 其他国家

图 ２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分国别贡献

俄罗斯 伊朗 沙特阿拉伯

(a)国别增长结构因素 (b)国家能源强度因素

泰国 乌克兰 其他国家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 其他国家

图 ３　 不同因素对 “一带一路” 沿线整体能源强度降低分国别贡献

（二）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上文基于分国别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进行了分解分析， 但对沿线

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主导因素即国家能源强度的大幅下降缺乏解释。 本文将基于式 （１０）、 式 （１１） 对能

源相对价格与国家能源强度之间的量化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借鉴现有研究的构造思路［３３，４２］， 本文基于式 （１１） 构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分国别的能源相对价

格。 其中，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表示 ｉ 国的能源生产量；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表示 ｉ 国经济产出的物理量， 由于缺少相

关统计且存在各类产出量纲不一致的现象， 本文统一使用 ＰＰＰ 法 ２０１５ 年美元不变价 ＧＤＰ （ＧＤＰ＿２０１５）
来衡量， 同时使用能源资源租金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Ｅｎｅｒgｙ＿ｒｅｎｔｉ ） 来测度能源产出价值占 ＧＤＰ 的比

重。 能源资源租金是指开采能源资源所获得的经济租金 （包括煤炭租金、 石油租金和天然气租金）， 使用

能源资源的收益与开采成本之差来度量， 由于能源资源的开采成本相对稳定［４３］， 则能源资源租金总额与

能源资源产出价值高度相关， 因此能源相对价格水平
Ｐ ｉ， Ｅ

Ｐ ｉ， Y
可以通过式 （１２） 进行度量。 计算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水平处于持续波动振荡上升的状态。 此外， 实证过程中

参照已有研究［４３］， 构造了基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能源相对价格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Ｐ ｉ， Ｅ

Ｐ ｉ， Y

＝

Ｐ ｉ， Ｅ

Ｐ ｉ， Y

×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Ｅcｏｎｏｍｙｉ， ｏｕｔｐｕｔ

＝
Ｅｎｅｒgｙ＿ｒｅｎｔｉ
Ｅｎｅｒgｙｉ，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ＧＤＰ＿２０１５ｉ

（１２）

技术进步水平可以使用 Ｒ＆Ｄ 支出占比、 技术人员数 （每百万人） 进行测度， 但受限于数据的缺失，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３３］， 使用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三年均值 （gｒｏｗｔｈｉ） 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中，
产业结构以工业增加值占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 测度， 人口密度以每公里土地面积人数 （ｐｏｐｄｅｎｉ） 测度。 实证模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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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进一步拓展为：

ｌｎ Ｉｉ ＝ α ＋ βｌｎ
Ｐ ｉ， Ｅ

Ｐ ｉ， Y

＋ γ gｒｏｗｔｈｉ ＋ δ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 ＋ θｐｏｐｄｅｎｉ ＋ εｉ （１３）

首先使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回归、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实证结果详见表

４。 进一步， 经过豪斯曼检验，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能源相对价格水平提高均显著降低了

国家能源强度。 能源相对价格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会抑制各国能源消费， 减少能源使用进而降低国家能

源强度［４４］； 另一方面则会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增加高能源效率行业的能源使用比率， 降低国家能源强

度［４５］。 但能源相对价格这一变量的系数绝对值较小， 说明能源相对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有限。 而技术

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 原因在于本文中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反映了全社会整体技术进步水平， 而非与能

源效率提升直接相关的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４６］。 在现有能源效率 ／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 全社会整

体技术进步这一指标也存在不显著或显著性较低的情况［３３］。

表 ４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 ＯＬＳ 固定效应回归 随机效应回归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２. ２１６∗∗∗ －２. １９４∗∗∗ －２. ２７３∗∗∗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８） （０. １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５６ ９５６ ９５６

Ｒ２ ０. １９７ ０. ２８０ ０. ２７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后表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本文通过更换回归模型和替换核心变量两种方式进行结果检

验。 首先借鉴已有研究［４７］ ， 进行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标准误回归， 回归结果详见表 ５， 能源相对价格对国家

能源强度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 其次按照现有研究通行做法［４８］ ， 基于布伦特原油价格测算出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 ｉ 国的能源相对价格 Ｐ ｉ， ｂｒｅｎｔ 。 ２０００ 年以来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变化趋势与基于能源租

金的测度基本一致， 都呈波动上升趋势。 以 Ｐ ｉ， ｂｒｅｎｔ 替换原代理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显示结果依然稳健，
详见表 ５。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估计 固定效应回归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ｌｎ Ｐｉ， ｂｒｅｎｔ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３）

２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表５（续）

变量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估计 固定效应回归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２. １９４∗∗∗ －１. ８５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５６ ９５９

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２７０

五、 进一步研究

（一） 区域禀赋异质性分析

为控制国家个体效应对各个变量系数值的影响， 本文同时应用面板随机数模型展开分析［３９］， 但结果

显示能源相对价格对国家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见表 ６ 总样本列。 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理位置和发展阶段不同， 存在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因此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区域

和能源禀赋异质性分析。
分区域来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相对价格在 ５％水平下显著， 能源相对价格上

升能够降低国家能源强度， 但影响不大； 欧洲和中亚地区以及南亚地区能源相对价格弹性在 １０％的显著

水平下不能拒绝零假设， 表明能源相对价格上升并不能显著降低国家能源强度。 这些区域不显著的原因

是区域内国家由于较为发达或过于落后， 能源消费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 对能源价格不敏感［４９］。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６。

表 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面板随机数估计和各区域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总样本 东亚和太平洋 欧洲和中亚 中东和北非 南亚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５）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常数项 －２. ６７７ －１. ８１７∗∗∗ －０. ７９９∗∗∗ －２. ９９８∗∗∗ －２. ０８０∗∗∗

（１. ８３７） （０. ３５６） （０. １４５） （０. ２２８） （０. １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５２ １７２ ４８８ ２２０ ７６

Ｒ２ ０. ２６４ ０. ６３０ ０. １３９ ０. ８６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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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能源禀赋国家能源相对价格对该国能源强度的影响效果同样存在较大差异。 按照能源生产是否

大于能源消费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划分为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并分别进行计量检验， 结果见

表 ７。 可以看出， 能源进口国的能源相对价格在 １％水平上显著但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 表明能源进口国

能源相对价格提升能够降低该国能源强度， 但影响有限， 而能源出口国中两者关系则并不显著， 主要由

于能源进口国有更高的能源购买需求， 对能源相对价格更为敏感。

表 ７　 “一带一路” 沿线各能源禀赋国家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能源出口国 能源进口国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常数项 －２. １６７∗∗∗ －２. １６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７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６０ ３９６

Ｒ２ ０. １５８ ０. ６１０

（二） 空间效应分析

随着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不断增加经济联动， 不同国家之间的交互效应逐渐显现， 一个

国家的能源强度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能源强度影响， 产生空间自相关关系。 同时， 由于 “一带

一路” 等倡议的提出， 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加强， 产生空间外溢效应， 出现本国能源相对价格影响其

他邻近国家能源强度的现象。 因此，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一步讨论能源相对价格与国家能源强

度的关系。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５０］， 采用地理距离的倒数构建 “反距离矩阵” 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空间

权重矩阵， 参考前文的变量选择进行实证检验。 国家能源强度的全局莫兰指数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拒绝 “无空间自相关” 的原假设， 即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 说明各国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由此继续在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空间自回归 （ＳＡＲ） 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 中选择最优模型进

行空间效应的研究。 参照已有研究［５１－５２］进行模型筛选， ＬＭ 检验表明三种计量模型均可使用。 进一步基于

似然比 （ＬＲ） 检验和沃尔德 （Ｗａｌｄ） 检验进行判断， 发现 ＳＤＭ 可以退化为 ＳＡＲ 和 ＳＥＭ， 而 ＳＡＲ 的对数

似然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值大于 ＳＥＭ， 因此本文最终选择 ＳＡＲ 作为空间计量模型。 在确定模型过程中通过

豪斯曼检验和效应检验， 确定采用混合固定效应效果最优。
运用混合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对上述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加入空间因素后， 空间

自相关系数为负 （－０. ７１５） 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 说明本国能源强度的提升对邻国能源强度有抑制作用，
也即邻国能源强度的提升也会使本国能源强度降低。 能源相对价格的估计系数为负 （－０. ０１８ ６）， 且在 ５％水

平下显著， 说明本国能源相对价格与本国能源强度负相关， 即本国能源相对价格水平上升， 能够降低本

国能源强度， 与前文结论一致。 由于相邻地区之间通常会有各种信息的交换， 仅采用回归系数解释空间

回归结果会存在偏差， 因此借鉴已有研究［５３］做法， 对能源相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分解， 得到直接效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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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具体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g－ｌｉk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０１. ３７１ ５０１. ３７１ ５０１. ３７１

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观测值 ５２８ ５２８ ５２８

表 ８ 的结果显示，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能源相对价格对国家能源强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 间接

效应显著为正， 总效应显著为负。 这表明一个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水平提高， 会降低本国能源强度， 但会

导致邻近国家能源强度提升， 即邻近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水平提高， 会导致本国能源强度提升。 能源价格

水平变化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 效应。 上述现象可通过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加以解释， 现有研究认为边

际产业会为规避产业劣势 （如成本过高） 对外进行投资转移［５４］。 能源作为当前高耗能产业的必备原材

料， 当不同地区的能源价格有差异时， 高耗能产业会为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而进行产业转移［５５］。 因此

该空间效应的结果可以解释为： 能源相对价格水平提升增加了生产成本， 促使高耗能产业从高成本国家

向低成本国家流动， 使得本国能源强度降低， 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而能源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随着高耗

能产业流入， 国家能源强度提升， 国家能源使用效率降低。
（三） 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数字化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数字化发展水平作为时代

特征对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基于数字设备和网络的互动交流呈增长趋势， 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生活和生产方式［５６］， 同时也影响着

能源的使用［５７］。 以式 （１３） 为基准回归， 引入能源相对价格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来检验是否具有调节

作用。 数字化水平以数字化基础设施 （ ｌｄｉgｉｎｆｉ ） 为代理指标， 用每百万人使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取

对数测度， 结果见表 ９。 交互项 ｌｎ
Ｐ ｉ， Ｅ

Ｐ ｉ， Y

× ｌｄｉgｉｎｆｉ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 这表明， 数字化水平的提

高能够强化能源相对价格上升使国家能源强度下降的负向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数字化水平越高， 越有利

于市场供需匹配和资源配置， 价格变化的引导作用越强。

表 ９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ｌｎ
Ｐｉ， Ｅ

Ｐｉ， Y
× ｌｄｉgｉｎｆｉ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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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变量 （１） （２）

gｒｏｗｔｈｉ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２. １９４∗∗∗ －２. ４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５６ ４７１

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２６２

　 　 注： 列 （１） 为基准回归， 列 （２） 为引入交互项后的回归。

六、 结论与建议

当前能源合作已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领域， 能源强度是事关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和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 把握 “一带一路” 沿线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并进一步探寻能源强度变化背

后的关键驱动因素意义重大。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 使用

分国别 ＬＭＤＩ 分解方法， 发现国家能源强度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 国别

增长结构阻碍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 根据成本生产函数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 结果表明能源相对价格上升能够降低国家能源强度， 但整体看影响有限。 进一步研究发现， 能源相

对价格与国家能源强度的关系存在区域禀赋异质性差异，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能

源相对价格上升能够降低国家能源强度， 欧洲和中亚地区以及南亚地区国家不显著， 同时能源进口国的

能源相对价格上升能够降低国家能源强度， 而能源出口国不显著。 国家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本国能源相对价格水平的提升， 能降低本国能源强度， 但会导致邻国能源强度的上升。 数字化水平对能

源相对价格和国家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强化能源相对价格提升

带来的国家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针对上述结论， 本文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的政策启示包括： （１） 提高能源价格水平是降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的重要手段。 但鉴于能源相对价格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强度的影

响有限， 且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能源禀赋国家的影响程度不一致， 政策制定的重心应更加聚焦实施更严格

的能耗标准等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以中国为例，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能源资源集约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

备具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 行动， 明确了各地区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 为提高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总体能源使用效率， 优化能源治理， 中国相关的政策制

定经验及实施措施应进一步广泛推广。 （２） 应继续加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联系， 使各国能够在

资源配置上进行优化， 实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跨地区的分工与合作，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尤其是

相邻国家之间在制定能源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空间效应， 加强国别协同， 降低能源强度， 实现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目标。 （３） 要在 “一带一路” 沿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重视国家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合作， 消除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快、 更大幅度降低能源效率， 实现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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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ＡＮＴＯＮＩＥＴＴＩ Ｒ， ＦＯＮＴＩＮＩ Ｆ. Ｄｏ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１２９：
８９６－９０６. 　

［３１］ＪＩＭＥＮＥＺ Ｒ，ＭＥＲＣＡＤＯ 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４２：１６１－１７１.

［３２］ＰＡＲＫＥＲ Ｓ，ＬＩＤＤＬＥ Ｂ.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Ｃ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
５８：３８－４５.

［３３］ＳＵＮ Ｘ Ｄ，ＪＩＡ Ｍ Ｚ，ＸＵ Ｚ，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
ｖｉｅｗｓ，２０２２，３９：１００７９０.

［３４］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 .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Ｊ］.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５）：５７１－５８０.
［３５］刘清杰，刘倩，任德孝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倾向于出口平台型吗［Ｊ］. 财贸经济，２０１９，４０（６）：１０１－１１６.
［３６］ＡＮＧ Ｂ Ｗ，ＬＩＵ Ｆ Ｌ. Ａ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１，２６（６）：

５３７－５４８. 　
［３７］ＡＮＧ Ｂ Ｗ，ＷＡＮＧ Ｈ.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ａｔａ［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５１：６７－７６.
［３８］ＦＩＳ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Ｎ Ｋ，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Ｇ Ｈ，ＬＩＵ Ｈ Ｍ，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６（１）：７７－９７.
［３９］徐建中，王曼曼 .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６（４）：７４４－７５３.
［４０］陈晓毅 . 能源价格、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关系研究［Ｊ］. 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２２.
［４１］戴俊，傅彦铭 .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０，４１（９）：５５－６３.
［４２］ＳＵＮ Ｘ Ｄ，ＪＩＡ Ｍ Ｚ，ＦＡＮＧ Ｓ Ｓ，ｅｔ 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２０２１，５：４６８－４７９.
［４３］陈建伟，苏丽锋，祁毓 . 自然资源租金抑制了高等教育发展吗？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Ｊ］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０（５）：１７８－１８８.
［４４］王富忠，张华勇，陈帆 . 能源价格、能源消费与能源强度的关系研究［Ｊ］. 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１（１）：１０７－１１０，１７４.
［４５］张瑞，丁日佳 . 能源价格、经济增长与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动———基于 ＬＭＤＩ 分解与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Ｊ］ . 软科学，２０１８，３２（３）：

７２－７６. 　
［４６］蔡晓春，宋美喆 .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Ｊ］. 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９（２４）：７９－８１.
［４７］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Ｊ Ｃ，ＫＲＡＡＹ Ａ Ｃ.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８，８０（４）：５４９－５６０.
［４８］ ＡＮＴＯＮＩＥＴＴＩ Ｒ， ＦＯＮＴＩＮＩ Ｆ. Ｄｏ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１２９：

８９６－９０６. 　
［４９］廖华，魏一鸣 . 世界能源消费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及其变化研究［Ｊ］.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０（１０）：６－１４.
［５０］钟水映，李魁 . 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０（４）：１４－２３，１８６－１８７.
［５１］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 Ａ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８，２８（４）：３３５－３４１.
［５２］马大来，陈仲常，王玲 .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５（１）：６７－７７.
［５３］ＬＥＳＡＧＥ Ｊ，ＰＡＣＥ Ｒ 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ｈａ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ｌｌ ／ ＣＲＣ，２００９.
［５４］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Ｂ，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７７，２９

（１）：８４－１０１.
［５５］卢宇 . 高能耗产业转移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能源价格空间差异视角［Ｊ］. 价格月刊，２０２１（１２）：７８－８２.
［５６］王蕾，朱彤 . 数字经济是否增加能源消费？ ———基于 ＩＣＴ 应用研究的分析［Ｊ］. 城市与环境研究，２０２１（３）：９３－１０８.
［５７］贾京坤，朱英，谈捷 . 数字化转型趋势下国际能源化工公司的战略与实践［ Ｊ ／ ＯＬ］ . 石油学报（石油加工），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１０－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２１２９. ＴＥ. ２０２２０５１９. ０９２４. ００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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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ＳＵＮ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２，ＺＨＯＵ Ｙｉｎｇｑｉ１，ＷＡＮＧ Ｘｕａｎ１

（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ｂａｌ⁃
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ｋｅ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Ｆｉｒｓｔｌ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ＬＭＤ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ＬＭＤ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ＬＭＤ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
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Ｔｈ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
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２）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ｈａ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３）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４）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ｖ⁃
ｅ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ｎｄｅ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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